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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视角下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


刘济勇，张　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洋务运动前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财政状况相似，都遇到了财政危机。由于两国在变革
前政治、经济的差异以及两国改革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的不同，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并未进行政治体制的改

革，财政体制也仍然是封建制度下的管理方式，只是把中央政府的财权下移，最终没有带来财政状况的改

善，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而日本政府的明治维新改革是全方位的，进行了相对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

俸禄制度以减少财政支出，改革地税以增加财政收入，扶持民间资本以开拓新税源，最终化解了财政危机，

并建立了新的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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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秉承传统东方

文化。１９世纪初，两国都经历了“农民起义、官僚腐
化”的内患和“列强侵略、屈辱签约”的外患。在相

似的国内外环境下，两国都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分

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开端，几乎同时走上了

近代化的探索之路。但甲午战争的结果宣告了洋

务运的失败和明治维新的成功。

对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维新变法“同途殊

归”的深层次原因，国内外学者已经从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

探讨。本文试图以财政政策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后中、日两国的财政状况及

其变化，并比较变革前后两国财政体制的不同变

化，以窥这两场惊心动魄的社会变革对中、日两国

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进而为我国转

型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洋务运动前后清朝的财政体制和财

政收支状况

１．洋务运动前清朝的财政收支状况
洋务运动发端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在经历“好

大喜功、不断征讨”的乾隆和“天理教作乱、白莲教

起义”的嘉庆之后，清朝财政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

发条，将康、雍、乾鼎盛时期“摊丁入户”所积累的

国库盈余消耗殆尽，到“四面楚歌”的道光年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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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状况。而在洋务运动开

始前，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

连年不断、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也对这个病入膏

肓的封建农业国家带来沉重打击，严重地侵蚀着

国家财政。

（１）政收入减少
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列

强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此时清朝统治下的

中国依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阶段。在康、

雍、乾时代“滋生人丁、永不征税”的赋役制度下，清

朝初期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人口迅速增

长，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的４２．５３百万人增加到道
光三十一年（１８５１年）的４３４．３９百万人。虽然人口
增长较快，但耕地面积却并没有同比例增加，顺治

八年（１６５１年）的耕地面积为２６８．０６百万亩，到道
光三十一年（１８５１年）为 ６９７百万亩；人口增加了
９２１％，耕地面积只增加了１６０％（见表１）。由于并
没有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加上乾、嘉时期开始的土

地兼并政策使许多有自耕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农

业生产的边际收益下降。粮食产量面对不断增长

的人口已捉襟见肘，农民还要面对固定赋税的压

力，生存已成为农民头等大事。由于封建社会中大

地主一般是官僚集团的成员，他们还通过种种手段

寻租，偷逃税款，将沉重的税负转嫁到农民头上。

伴随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引发的对地区管辖权

的丧失，清政府的最大宗税源———田赋征收困难，

田赋收入锐减（萧一山，２００６）。

表１　清朝人口与耕地数据

时间 人口／百万 耕地／百万亩 人均耕地／亩

１６５１年 ４２．５３ ２６８．０６ ６．３０

１６６１年 ７６．５５ ４８５．２２ ６．３４

１６８５年 ８１．３７ ５６０．１９ ６．８８

１７０６年 ８１．６５ ５５１．９５ ６．７６

１７２２年 １０３．０５ ７８４．３７ ７．６１

１７５３年 １８３．６８ ６７７．５８ ３．６９

１７８４年 ２８６．３３ ７００．９４ ２．４５

１８１２年 ３３３．７０ ７２７．０８ ２．１８

１８２２年 ３７２．４６ ６９６．９２ １．８７

１８５１年 ４３４．３９ ６９７．００ １．６０

数据来源：《清世祖实录》《清世宗实录》《大清会典》

《户部则例》

除了田赋，盐课也征收困难。清政府实行“纲

盐”制度，盐商通过向官方缴纳钱财可以获得世代垄

断销售的资格。该制度本身就是通过寻租行为产生

的，盐商为了获得特权，必然向官员行贿，各级官府也

会层层勒索。“纲盐”带来的利润被剥削殆尽，私盐

开始泛滥，致使许多盐商破产，本不多的国家盐课收

入也多半被官员私肥。再加上盐课重点区域（即两

淮的部分地方）常常是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的战

场，使得清政府的盐课征收能力不断削弱。

（２）财政支出增加
乾隆年间的“四处征战、游历江南”和嘉庆年间

的“镇压起义”使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经雍

正整顿后的财政再次出现亏空状况。到道光年间，

形成了“收入有减无增，支出有增无减”的局面。洋

务运动前，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更使清政

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两次鸦片战争给清朝财政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清政府财政支出及损失分

为三个方面：战争军费支出、赔款和英军掠夺的钱

财。军费支出来源于财政经费、捐输钱财和摊廉，

其中，上报户部的前期财政经费拨款就是“一千数

百万两”，还不包括战争后期追报的款项；战争赔款

总计１２００万两，若四年内不能偿清，逾期每年支付
５％利息；英军掠夺的钱财有８００多万两（周育民，
２０００）。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仅赔偿英军军费
和英商损失就是８００万两（周至初，２００２）。

为了保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需，道光三十

年（１８５０年）到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清政府对湖北、
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的额外拨款就高达１８００万
两；至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已出现下月兵饷无着落
的情形。由此可见，巨大的战争花费也是造成清政

府财政摇摇欲坠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方面，清政府两大最主要税源———田赋和盐

课收入锐减，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内外战争使

清政府财政支出大量增加；结果必然是清政府的财

政状况不断恶化。为了挽救清王朝，清政府开始开

捐例、加田赋，增加税收，以缓解财政压力。在洋务

运动开始前，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开征了新税种———
厘金；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贸易剧增，海关

关税收入增加，成为支撑清政府财政的主要税收之

一。但新的税源并没有改变清政府财政“收不抵

付”的情况，危机状况不断加剧（参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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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年清朝户部银库结存实银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户部左侍郎阜保同治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清

单，转引自彭泽益《咸丰朝银库收支分析》。

２．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财政制度的变化
洋务运动前清政府的财政管理具有高度的中

央专制集权特点。清代户部是管理全国财政的行

政机关，是财政管理的中心枢纽，通过各省直接隶

属于户部的布政使一职，严密掌控地方财政，确保

满族的财政利益。虽然具体税收由地方政府负责

征收，但中央严格制定税目、税率、税额，并根据田

赋收入的多少来对地方官员进行奖惩；而地方开支

则需要严格上报户部审核，通过解款协拨制度来支

配和控制各省的财政收支。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的财政集权制度

逐渐发生了变化。地方兴办洋务和镇压太平天国

运动中政府官方军队不堪一击的现实让统治者不

得不更多放权于地方；户部的财政危机也使中央不

得不放任地方自筹款项，准许地方任意加捐加税，

地方财权愈益加重。地方自筹饷需在很大程度上

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和调度的压力，但也使地方的

财政自主权不断加大，地方的财政日趋独立，地方

常以各种名义欠解、截留应上缴的款项。到光绪年

间，地方割据之势已成，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已经发

生实质性变化（孙栩刚 等，１９８４），这种中央集权的
财政制度的瓦解，使得户部再也不能有效地掌握全

国财政大权，中央财政收入日趋恶化。

３．洋务运动对清政府财政收支的影响
（１）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
清政府在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和两次鸦

片战争的失败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洋务运动

的前期就提出了“自强”的口号，创办军事工业，建

立新式海军。近代的军事工业开始于１８６５年设立
的江南制造局，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总共创办了

二十一家。据统计，这期间清政府对军事工业的投

资大约为五千万至五千五百万两（张国辉，１９７９）。

清政府所建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福

建水师，除了广东水师经费由广东省自筹、福建水

师经费由船政局供给外，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经

费来源于中央拨款，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南、北洋水

师的购船费用就达一千两百多万两（林庆元，

１９９９）。
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洋务运动又提出了“求富”

的口号，强调兴办民用企业、投资洋务教育。民用

企业经营方式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

式，以官办企业为主，分布在航运、铁路、电讯、金属

矿、煤矿、冶金、纺织等部门。据统计，甲午战争以

前，清朝政府对民用企业的投资大约为三千四百万

两（孙毓棠，１９５７）。但这些民用企业并未带来财政
收入的增加，如周伯棣先生所说，民用企业对政府

财政来说“不一定是收入，基本上是支出。”（周伯

棣，１９８１）洋务教育投资主要是创办新式学堂和派
遣留学生支出。因资料残缺，据估算，新式学堂所

耗经费大约为一百三十多万两，洋务留学教育经费

为一百四十多万两（夏东元，１９９６年）。
（２）开始大举公债
洋务运动的兴起，也给清末的财政带来了新事

物、新概念。外国银行越来越多，中国自己的银行

也诞生了（在洋务运动地方势力代表人物左宗棠的

参与下，中国第一家中西合股的乾泰银行成立）。

银行的建立也为政府举债提供了条件。面对财政

支出不断增长的压力，为了兴办洋务，清政府开始

大量借款。从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９３年，短短的４０年间，
清政府借款达四千六百多万两，外债达到了政府财

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清政府支
付的债务利息占财政支出的 ３％到 ６％（徐义生，
１９６２年）。

（３）财政收支结构变化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也发生了

变化。清前期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其中尤以地

丁占重要地位，财政支出以军事费、皇室费及官俸

为主，体现出封建的农业经济的特征。洋务运动

后，清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财

政收入方面，增辟的新税———关税、厘金已经逐渐

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厘金成为清末岁入之大

宗。在支出方面，原有的皇室费用虽也有增加，但

已不再是主要开销，军事费、洋务费和息债成了新

的三项主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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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财政体制和财

政收支状况

１．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财政收支状况
明治维新始于１８６８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五

条誓文》为其标志。在明治维新前，日本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开始松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但

是，由于德川幕府的落后统治，制度的弊端和经济

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也诱发了其财政危机。

（１）财政收入压力大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实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

制，除德川幕府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外，其余土地分

封给全国２６０多个“大名”作为其领地，也就是相当
于古代中国的“诸侯国”。当时日本８０％的人口为
农民，农民没有土地，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缴纳贡

租。除了占收成６０％到８０％的实物地租外，还有几
十种苛捐杂税。由于生产技术并没有改进，在农业

人口增加的同时，粮食产量却未同比例增加。随着

土地兼并和封建主税负的转嫁，农民承担了大部分

的税负。广大农民备受地租、赋税、高利贷的剥削，

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被迫大规模起义，导

致日本政府最主要收入来源———租税、地税的课税

对象锐减，财政收入压力巨大。

（２）财政支出需求大
从１７８５年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史料中明确记

载的农民起义有１００９次，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镇压
农民起义。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封建领主继续向农

民增加租税，致使破产农民越来越多，起义规模越

来越大，形成了“起义———加税———再起义”的恶性

循环怪圈。

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造成了日本财政支出的大

量增长。从１８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已经把触角伸
向了日本。从１７６４年到１８５４年的９０年间，西方国
家为了迫使日本开国通商，成为自己的商品倾销市

场和原材料产地，对日本进行扩张运动达５２次（信
夫清三郎，１９６４）。在明治维新前的１５年里，西方国
家对日本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强迫日本签订了２５
个不平等条约。日本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应对外

部压力，进一步深化了其财政危机。

此外，日本财政还需支付大量的俸禄给各级政

府官员。“废藩置县”后，武士利益集团的上层仍然

坐食俸禄，日本每年的俸禄支出高达财政收入的三

分之一，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２．明治维新中日本政府财政制度的变化
与洋务运动中的清政府正好相反，明治政府在

推翻了幕府政权之后，以循序渐进的方法逐步收回

了掌握在诸藩手中的财政税收权力，权力的集中使

得日本政府对国家的调控能力增强。１８７３年，明治
政府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

所有制；根据土地实际支配权确定土地所有权，使

土地从法律形式上归农民所有；允许农民自由买卖

土地、耕种自由、迁居自由；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

租，按“一地一主”的原则，按地价的３％向土地所有
者征收，税率不因年景变化而改变，地方附加税不

得超过地税的三分之一。并实施了包括征收御用

金、设立会计基金、废止银目、发行太政官札在内的

一系列财政政策。

３．明治维新对日本政府财政收支的影响
（１）俸禄制度改革减少了财政支出
明治维新前，武士集团的上层———华族、士族

的俸禄给日本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包袱。由于华

族、士族在社会上有不低的地位，掌握着一部分的

权力，为了防止过激的改革措施带来摩擦甚至暴

动事件，明治政府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温和改良政

策。通过“赎买”政策，将北海道的土地以优惠的

价格出售给华族、士族；优先录用华族、士族充任

官吏、警察和教师；华族、士族贷款享受低息或者

无息优惠；并通过逐渐减少俸禄、最后一次发给

“金禄公债”的方式改革俸禄制度（吕万和，

１９８４）。
（２）地税改革增加了财政收入
１８７３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地

税改革从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私有权，解除了封建领

主土地所有制下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降低

了税收成本，疏通了征税渠道，使明治政府获得了

大量、稳定的财政收入。

（３）扶持民间资本，开拓新税源
明治政府通过“补助金”等方式大力扶持民间

资本，并将一部分官办企业出售给民间资本家，既

减轻了财政负担，又为民间资本的蓬勃发展创造了

条件。而新兴部门又逐渐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税

收来源。１８９５—１８９９年，工商税、消费税、所得税总
计已占到日本总税收的３５％左右，比改革初期提高
了大约２０个百分点（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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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８７５—１８９９年日本税制结构变化／％

五年平均 地税比重 工商税比重 消费税比重 所得税比重 船舶税比重 其他

１８７５—１８７９ ８０．５ ３．１ ７．９ ０ ４．３ ４．２

１８８０—１８８４ ６５．６ ４．４ ２１．８ ０ ４．４ ３．８

１８８５—１８８９ ６９．４ ３．８ ２０．２ ０．７ ５．２ １．４

１８９０—１８９４ ７４．３ ２．７ １７．２ １．１ ４．４ ０．３

１８９５—１８９９ ５８．１ ５．５ ２７．２ １．９ ７．２ ０．１

　　　　　　数据来源：伊文成著《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８７页。

　　四、洋务运动失败与明治维新成功的原

因与启示

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经济上

都出现了财政亏空、征税困难、税制结构落后等情

况。但这两场几乎同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在这

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国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清

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兴办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业、

洋务教育，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支出压力；在税制

已不能满足财政收入要求的情况下，清政府大举借

债，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进一步恶化了财政危机。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俸禄制度改革减少了财政

支出，通过地税改革增加了财政收入，通过扶持民

间资本开拓了新税源，使其财政状况发生根本好

转，政府已能大体上满足国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进而推动日本向近代化转型。

１．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生产不同财政结
果的原因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使两国财政状况发生了

不同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改革前两国的封建专

制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经过两千年的

不断完善、修复，到清政府执政时已到了顶峰，地

方的政治、经济都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或者说君

主一人手中。而日本幕府权力有限，不能完全控

制地方，地方领主拥有一定的经济、行政，甚至是

军事权力，这为废除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有利条

件。改革前两国的经济结构不同。明朝中后期出

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清兵入关而烟消云散，洋

务运动前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仍然处于自耕自足

的小农经济中，受闭关锁国限制和封建势力压制，

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环

境相对宽松。

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来看：洋务运动

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洋务派官僚及知识分子

仍在维护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认为“师夷长技以

制夷”才是正道，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明治维新的

指导思想是“和魂洋才”，强调制度创新与体制改

革，接受西方文化，要求进行政治、文化、经济、军事

全方位的变革。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是洋务派，在

中央以奕
#

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等为代表，虽拥有一定的地方势力，但并未掌握统

治阶级最高权力，也未获得最高统治者全力支持，

需要面对守旧派强大的阻力；而明治维新的领导力

量是下级武士维新派，拥有政治远见与改革才干，

政治骨干与经济翘楚都出自武士世家，他们与封建

制度联系越来越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越来

越多，是新兴的革新力量。

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看：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只不

过是一部分开明的官僚集团代表在不改变现行封

建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谋求国家近代化的改良运动，

在政治体制方面并未进行改革，只是根据外交和洋

务需要做出了一些适应西方的调整。比如，成立总

理衙门、设立同文馆等。在政治体制并未改革的情

况下，财政体制也只能仍然是封建制度下的管理方

式，只是把中央政府的财权下移。而日本的明治维

新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西化与近代化改革运

动，其改革是全方位的，进行了相对彻底的政治体

制改革：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封建身份制

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步废除封建俸禄制度。明治

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财政体制的改革，财

政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适应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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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货币金融体系来看①：晚清政府由于对近代
西方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缺乏足够的认知与了解，

漠视金融体系的建设，在对外贸易中输入了大量白

银，而且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大量自铸银币流通，

阻碍了信用货币体制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而

日本在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中目光长远，在不长的

时间内就完成了公共财政和金融制度的改革，清理

了幕府时代留下的混乱货币体制，并建立起一套适

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金本位信用货币体系，同时通过

学习外国的经验建立了现代银行体系。金融改革

的成功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成型，这

一体系也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从财政政策本身来看：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导致

了清政府在权力分配上的“变局”，开启了晚清财政

权力下放的过程。权力的下放使得清朝政府对国

家的调控能力被直接削弱，而财力的不足又使得清

朝在近代化进程中难有作为。洋务运动中，清政府

虽然也兴办军事企业、民用企业、投资教育，但对洋

务运动的投资占同时期的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

明治时期的日本则恰好相反，明治政府在推翻了幕

府政权之后逐步收回了掌握在诸藩手中的财政税

收权力，并在财政支出方面拿出大量资金对官营企

业进行直接资助，为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道

路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障与支持（黄灏，２０１２）。同
时，俸禄制度的改革，不仅减少了财政刚性支出，还

促使政权从旧有的士族上层少数利益集团向代表

大多数人的下层转移；地税改革在增加财政收入的

同时促进了日本农业发展和原始资本积累，而土地

私有化则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扶持民

间资本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日本逐步确立。可

见，日本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功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发展要求。

２．洋务运动失败与明治维新成功的启示
洋务运动带来了财政赤字，明治维新带来了财

政盈余，不同的财政结果是由两国政府是否从根本

上改革了财政体制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否改革财政

体制又是由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的；再进一

步讲，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又是由两国在改革

前政治、经济基础的差异以及两国改革的指导思想

和领导力量的差异决定的。在政治体制改革并未

触动的情况下，洋务运动最终并没有使清政府实现

富国强兵，走上近代化的发展之路，其所引发的财

政危机反而使清朝统治者走上了一条消亡的不归

之路。而日本的土地私有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奠定了基础，在全面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财政

体制改革的成功使日本政府财政状况发生根本性

好转，进而有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使日本跻

身世界强国之列。

财政体制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国的全部经济、

政治活动都会在财政体制中得到反映，若经济、政

治出现问题，必然会带来财政问题。洋务运动所引

发的财政危机与明治维新带来的财政改革成功不

得不引人深思。管中窥豹，财政状况的变化可以反

映财政体制改革的实效，也是衡量社会经济转型得

失的一把标尺。以史明智，“向谁收税、怎么税收、

收多少税、怎么用税”等一系列基本的财政问题从

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政治、

法治的大问题。处于社会转型浪潮中的我们，应该

从历史厚重的脚步声中得到某种警示，从而为当前

和今后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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